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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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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

“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
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

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

间信仰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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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准则。自人

类诞生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之时起，就在相互之间

的交往中形成了不成文的规范与准则。随着文明程度

的提高、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建立，这种约定俗成的

规范和准则被上层文化所吸收并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

和社会条件的改变得到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在春秋战

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便在礼俗的基础上创立

了伦理学说，后经孟子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原始儒家

的伦理道德规范。到汉代，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

对其进行改造论证，形成了新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随着儒学在社会的普及与渗透，以忠孝观念为代表的

儒家伦理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民间信仰在强

大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便产生了对符合当时统治阶

级所宣扬的忠和孝道楷模人物的崇拜和敬仰，此类神

灵成为汉代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对象，这是不同于

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一、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 
信仰的对象 

 
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这在汉代

之前是不曾有过的。汉代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

自然崇拜如对天体、土地、河、山、火、门、户、井、

灶、中霤之神的信仰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

神的信仰如五帝、伍子胥等，这在《山海经》、《楚辞》、

《礼记》、《吕氏春秋》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等典

籍中均有记载。尽管汉代之前的一些人神如伍子胥等 

是民间信仰的对象之一，但他们并不是以儒者身份出

仕并成为民众的崇祀对象的。以儒出仕是西汉中期以

后的产物。随着西汉中期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学

愈益成为官吏选拔的标准。武帝之后包括循吏在内的

地方官吏以推行教化为己任，在任职地通过各种方式

对当地民众进行包括孝道在内的儒学教化工作。具有

儒者身份的官吏在其死后被当地吏民立祠祭祀，这是

儒家官吏被神化的开始。如西汉时的朱邑，据《汉书·循
吏传》记载： 

(朱邑) ⋯⋯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
利为行⋯⋯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

焉⋯⋯迁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为人淳

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朝廷敬焉⋯⋯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

党，家亡余财。神爵元年卒。天子闵惜，下诏称扬曰：

“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强外之交，束脩
之馈，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闵之。其赐邑

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属其子曰：
“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
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
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1](3635−3637) 
在这则材料里，朱邑的一系列行为如 “廉平不苛，

以爱利为行”、“存问耆老孤寡”等及其“为人淳厚，笃
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等廉洁公正的为官处
事之道都与儒家所提倡的政治伦理相符，受到了帝王

的赞许和吏民的爱戴。故在其死后，正如其所料，民

众共为其“起冢立祠，岁时祠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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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朱邑外，在两汉时期，吏民为曾在当地任职而多有

政绩的官吏立祠祭祀的例子在正史中还有很多，又如

召信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 
(召信臣)九江寿春人也⋯⋯出补谷阳长⋯⋯迁上

蔡长。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迁南阳太守，

其治如上蔡⋯⋯(信臣)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民
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

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

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

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

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

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

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

复数增秩赐金。竟宁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信

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

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

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1](3641−3643) 
从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可知，

他以儒学起家是毫无疑问的。而他后 “迁上蔡长” “迁
南阳太守”等的原因均是其政绩所致。在为官期间，召
信臣“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等行为符合“仁者爱
人”、“民为贵”等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准则。而他为防止
民众之间的纷争而自觉主动地“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
田畔”以及“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等都是把
民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而针对“府县吏家子弟好
游敖，不以田作为事”，他断然下令“罢之” “甚者案其
不法”， 绝不心慈手软。这亦是把统治阶级所提倡的
以农为本之主张，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加以贯彻。

正因为他的作为符合统治者关于良吏的标准，故其得

到了汉代上层的不断表彰和其他官吏与黎民百姓的尊

敬与爱戴。在其死后，得到了“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
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的殊荣。对召信臣
的奉祀是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的，因为他颇有政绩的

一生符合儒家和统治者所提倡的祭祀标准，即《礼

记·祭法》中所说的：“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
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

则祀之。” 
在东汉时期，一些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吏也同样被

民众奉祀，如在和帝时期开始显名的王涣。据《后汉

书·循吏列传·王涣传》记载： 
(王涣)广汉郪人也⋯⋯涣少好侠⋯⋯晚而改节，

敦儒学，习《尚书》⋯⋯(和)帝大悦，涣由此显名。
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

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

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迁兖州刺史，绳正

部郡，风威大行⋯⋯永元十五年⋯⋯还为洛阳令。以

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

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

数发擿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元兴元年，

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

奠醊以千数。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盘桉于

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

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

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

而荐之。永初二年，邓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
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难
不其然乎！’⋯⋯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
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

百姓追思，为之立祠。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

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延熹中，桓帝事黄、
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

阳留王涣祠焉。[2](2468−2470) 
可以看出，王涣是在“敦儒学，习《尚书》”后得

以在汉和帝时期扬名的。在任温令期间，诛杀奸猾之

人，使“境内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在任洛阳令期间，
“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
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

数发擿奸伏”。注曰：“谲、诈，数术也。”王涣身为一
县之令，为民平理冤狱，而他所凭借的手段之一便是

术数。术数在汉代极为盛行，而经过董仲舒所改造的

掺杂有阴阳五行的新儒学是相信天人感应的，以儒学

致仕的许多官员也精于此道，王涣即是其中之一。也

正是他借助了术数这一民间信仰，故而其对疑难案件

的破解也被当地民众认为是神算，王涣在民众的心目

中可算是一位为民着想且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了。

正因为在其治理下，当地治安良好，民众的切身利益

得到了维护，故而在其死后，“道经弘农，民庶皆设槃
桉于路” “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
荐之”。王涣不仅仅得到了百姓的称颂，而且被汉代最
高统治者视为“忠良之吏”，给以国家之忠臣的褒奖和
为其子赢得了为“郎中”的资格。而民众为王涣立祠也
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承认和许可，正如邓太后所说：“百
姓追思，为之立祠。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 
之后“在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的事
件中，王涣等祠庙被特诏保存，这是王涣的忠臣身份

所致，而为官尽忠是从为人子要恪尽孝道的儒家伦理

移植而来的。关于王涣以儒家之孝来教化民众的事迹，

在《后汉纪·孝和皇帝纪下》中记载： 
是时广陵人王涣为洛阳令，治有异迹。初涣游侠

尚气。晚节好儒术，为治修名责实，抑强扶弱，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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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吏辄兼书佐，小史无事，皆令读《孝经》。病卒    
官。[3](286) 
在这里，王涣被说成是儒家经典《孝经》的推崇

者，而且在其任职期间，亦以《孝经》教人。这都说

明王涣本人即是儒家伦理的亲身实践者。 
与王涣相比，王堂在生前即享有了民为之立祠的

殊荣。 
王堂字敬伯，广汉郪人也。初举光禄茂才，迁谷

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为民患。诏

书遣中郎将尹就攻讨，连年不克⋯⋯(堂)拜巴郡太守。
堂驰兵赴贼，斩虏千余级，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

祠。(《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逵列传·王   
堂》)[2] (1105) 
敬伯恺悌，树德播惠。 
注云：王堂字敬伯，郪人也。初临巴郡，进贤达

士，举孝子严永、隐士黄错及张璊、陈髦，民为立祠。

徙任左扶风，政教严明。(《华阳国志·广汉士女》)[4](746) 
第一则材料记王堂最初被推举为“光禄茂才，迁谷

城令”，说明其是以经学途径仕进的。在其出任巴郡太
守后，派兵杀退西羌，为巴郡解除了外患。第二则史

料则主要叙述了王堂任巴郡太守后，作为地方大员，

他向朝廷极力推荐贤达之人，包括孝子严永及隐士黄

错等人，为本地的教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以上的

突出政绩，故而当地官吏和民众为其立生祠。王堂在

民众的心目中是不同于凡人的神灵，成为民间信仰的

对象。正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政绩突出，受到地方民众

的爱戴，故而又得到不断升迁。 
结合以上材料，可以说，儒家伦理已成为汉代官

员仕进前后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同时又以此

教化地方，敦正风俗，成为朝廷文化控制的工具。 
 

二、 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 
信仰的流播 

 
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是儒家

的忠孝观念渗透进民间信仰的结果。先秦时期，虽然

在《孟子》等文献典籍中有舜的孝养其父以及曾子至

孝传说的记载，但那时并未形成被遍及广大区域的普

通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规模与气候。孝忠传说故事被

广大民众所接受以及孝可感天的信仰的大规模的传播

是西汉中期后儒家孝忠观念在深度和广度上向民间渗

透的结果。我们所知的二十四孝图是汉代画像石的主

要内容，这是儒家伦理观念被民众接受的重要表现。

可见，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是汉

代民间信仰的新特征。 

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忠孝仁

义等伦理观念在汉政权的极力推动下日益向民间渗

透。一些在行为和思想上体现儒家仁义忠孝之道价值

观的普通人，亦被当地百姓神化，且得到了官方的首

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普通人还受到官方的表彰并

且将其出身事迹等进一步改造成为符合儒家伦理标准

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需要的榜样，进而借此感召广大

民众，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儒

家思想深入影响民间信仰的结果。在汉及其以后的文

献和出土文物中，均有不少关于孝妇至孝奉养公婆而

反被冤屈以致于感天动地的传说故事。如东海孝妇的

事迹在多处文献中均有记载。生活于西汉中后期治《谷

梁春秋》的儒者刘向在其所著《说苑》“贵德”篇中，
就保存有东海孝妇冤死而此地大旱三年，最终因得到

祭祀而天降甘霖的感人传说： 
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

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
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
经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
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于公

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

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

旱三年。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日：“孝妇不当死，
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
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5](109) 
此则材料在班固的《汉书·隽疏于薛平彭     

传》，[1](3041−3042)以及后世所著的《搜神记》中也有记

载。[6](139)无独有偶，《后汉书·循吏传·孟尝》中同

样保存了浙江会稽地区的一则孝妇故事。[2](2472−2473) 

以上几则材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先是孝妇至诚

奉养婆婆，但在婆婆不想连累儿媳自杀身亡或年老寿

终正寝之后，却被婆家人诬陷她杀死婆婆，孝妇被冤

枉致死。后当地连旱二年或三年，郡守查明原因后，

采取杀牛祭妇冢、表彰冤魂或抓诬陷之人归案及祭墓

等手段，终于求得了屈死之鬼魂的原谅，而降下大雨

解除旱情。从孝妇传说故事的记载者、郡决曹于公和

郡户曹吏孟尝均认为当地旱情是冤狱案所引起、太守

祭孝妇墓等等行为和祭祀之后“天立大雨，岁孰”及“天
应澍雨，谷稼以登” 等一连串的情况来看，无论官吏
或是民众，对孝妇至孝感天是深信不疑的。与这两则

材料相比，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则对孝妇至孝感天

做了最好的注解。《搜神记》在原有传说故事的基础上，

进一步用长老的传言点明孝妇的名字为周青，而且周

青在被冤杀之前，囚车上载有“十丈竹竿，以悬五幡”。
周青面对众人，发下誓愿：“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



第 3期                                    李秋香：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119

 

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结果是，“既行刑已，其
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标，又缘幡而下云”。这一当场应
验的征兆，说明孝妇周青是被冤杀的，这是上天将要

对这一世间冤案的制造者及其统辖区域发出天谴的暗

示。周青被杀后，郡中果然三年枯旱。 [6](139) 

此外，汉代画像石保存了不少关于包括至孝在内

的忠孝节义故事画像。信立祥指出，武梁祠中的历史

故事画像，“几乎完整地表现了儒家以‘仁’为核心，以
‘忠、孝、节、义’为主要内涵的道德准则。在汉代画
像石建筑中，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孤例”。[7](128) 

 “三洲孝人”属于武氏祠孝道画像之一，与此相关
的传说故事在《太平御览·地部·河》引萧广济《孝

子传》云： 
三洲人者，各一洲人，皆孤单茕独。三人闲会树

下息，因相访问。老者曰：“宁可合为断金之业那?”
二人曰：“诺。”即相约为父子。因命二人于大泽中作
舍，且欲成。父曰：“此不如河边。”二人曰：“诺。”
河边舍几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人复填河，二
旬不立。有一书生过之，为缚两土肫投河中。会父往，

呼止之曰：“尝见河填耶，观汝行耳。”相将而去。明
日俱至河边，望见河中土高丈余。[8](292) 
此则故事讲述的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互不相识的

三个人偶然碰面，并为谋生而结为父子关系。二子严

遵父命，分别在大泽、河边和河中建房，但在河中建

房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二子并没有表示任何的反对

意见，对父惟命是从。结果是，在化身为书生的神灵

的帮助下，河中土竟然高达丈余，也即河被填，作舍

有望。关于萧广济著《孝子传》一事，在《隋书·经籍
志》之中有载：“《孝子传》十五卷， 晋辅国将军萧
广济撰。”[9](976) 

在汉代还有王祥卧病求鲤而感动神灵的孝行传说

故事。如《续后汉书·列传·王祥》载： 
王祥字休征，琅邪临沂人。性至孝，早丧其母，

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

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

母常欲食生鱼，时天寒水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

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以奉母。母又思黄雀炙，复

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幕。乡里惊，以为孝感所致。有丹

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

如此。汉末遭乱⋯⋯母终，居丧毁瘁，几不能起。徐

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祥年已六十，固辞不受。览劝

之，为具车牛，祥乃应召。虔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

斥，祥率励兵士，辄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

州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
之功。”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曹髦立，与定

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从讨毌丘检

迁太常，封万岁亭侯。髦幸太学，命祥为三老⋯⋯及

武帝为晋⋯⋯拜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

祥固乞骸骨。诏听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

之右，禄赐如前⋯⋯览与祥俱以孝友称，累迁宗正卿，

光禄大夫卒。[10](1103−1104) 
(王祥)性至孝⋯⋯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搜

神记》)[6](134) 
这几则材料都涉及了汉代孝子或拟孝子由于至孝

而感动神灵的传说故事。《三洲孝人》中的父与子是拟

制血缘关系，是在他们各自形单影只的情况下，为生

计而“相约为父子”。在统治阶层大力提倡孝道的汉代，
这种拟父子关系如同出自血缘的父子亲情。两子严遵

父命，分别在大泽中作舍、河边作舍、河中作舍，而

从来不考虑此事能否行得通，体现了“孝”之义在“顺”
的儒家伦理精神。但尽管如此，他们的行为竟然感动

化身为书生的神灵，为其“缚两土肫投河中”。而在第
二天事情的发展结果则是“河中土高丈余”，这意味着
在河中作舍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据此可知，本传说

故事的讲述者和记载者以及传播者，对孝行可感天地

之神灵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正因为有着民众信仰的

支撑，这则传说故事才能从汉一直流传到后世而得以

保存下来。而保存的途径不仅有口头传说、文献记载，

还有图像等美术作品对其情景的再现。 
相对于三洲孝人属于无名的世俗性传说来讲，王

祥卧病求鲤等孝行故事则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角

的。王祥属于晋代著名的山东琅邪王氏家族的先辈之

一，关于他的孝亲故事不仅在汉画像石中有明确的反

映，而且在《续后汉书》和《搜神记》等典籍中亦有

记载。王祥在母亲早逝的情况下，面对恶毒的继母和

不再关爱自己的父亲，他依然恪守孝道。继母百般刁

难，他亦不改孝子之心。在冰天雪地为母剖冰求鱼，

而鲤鱼果然跃水而出，而且是两条。在继母想吃黄雀

炙的情况下，竟“有黄雀数十入其幕”，使王祥得以供
母。这两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使得乡里之人为

之惊叹，“以为孝感所致”。可见，民众对人的孝行可
感神灵是信以为真的。而王祥正因为一系列的孝行包

括“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
等等，终于传开并为官府所知后，面对“州郡辟命”，
他坚辞不应，理由可能是在家要尽心侍奉年迈的继母。

其母亡后，王祥“居丧毁瘁，几不能起”，成为汉代孝
子的真正典范。他的孝行非常符合当时儒家所提倡的

孝道即子对父母的绝对顺从这一点。他的孝行不但感

动了冥冥之中的神灵，感动了周围的民众，而且惊动

了官府，要其出任别驾。后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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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农。曹髦立时，又被“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
校尉” “迁太常封万岁亭侯”等等。晋武帝在王祥“乞骸
骨”后下诏“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
赐如前”；而王祥的弟弟王览“与祥俱以孝友称，累迁
宗正卿，光禄大夫卒”。王祥在其孝行闻名之后，其仕
进的道路也一帆风顺，不断升迁。通过非正常途径夺

取帝位后，曹魏和晋的统治者都借助于对孝行的大力

褒扬，以掩盖自身不臣不忠的举动，因此他们对孝的

张扬比起汉代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祥王览兄弟

也借此机会靠孝悌名声而平步青云。在这一过程中，

是孝的行为和声誉奠定了其家族显赫于世的基础。 
 

三、结语 
 
民间信仰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

影响。在前国家时期，民间信仰对象的多属自发性的，

是自然神而不是社会神。在国家出现后，统治者的主

流意识形态就给予其不断的持续性的影响。这种影响

在汉代就表现为儒家伦理对民间信仰的渗透。儒家学

说自西汉中期被统治者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后，在统

治阶层和以儒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的推动下，儒家伦

理以不可遏制之势由上层极力通过教育、选官、表彰

等手段向中下层民众渗透。在儒家伦理的影响下，一

方面，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

面，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在社会上广泛

流播。如此，民众们对儒家所标榜的忠孝仁义之楷模

的崇奉和敬仰成为汉代民间信仰的重要特色。这种特

色反映了汉代民众在主流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潜移默

化地接受了儒家的价值观、审美观，从而将其内化为

自己的行动准则，使其成为主导自身行动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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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intermediate stag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long with the Confucianism’s status establishment 
of “Reveres alone”, Confucianism ethics has exerted important influence day by day on the basic unit populace’s life 
under many kinds of factor functions. One of the influence’s main performances was the change of the folk belief's 
object and so on aspects. The Confucianism ethics had the influence on folk belief mainly in two aspects. Official who 
served as an official through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folk belief’s objects, some fable stories about custom loyal or 
filial and the belief that filial behavior could move the heaven were spreading in the society.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Heaven conforming to Confucianism loyal or filial ethics had been becoming new objects of the folk belief after the 
intermediate stag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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